由“捐款”到“义卖”引发的德育思考
—— 谈基于学生成长的德育活动的实施
南通市第二中学  张日华 胡永建
特困生几乎每个学校都有，关注这类学生的成长是广大德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现实话题。为了让特困生感受到集体的温暖，缓解经济上的压力，许多学校常组织师生捐款，一些学校甚至将每年的某月某日固定为“向特困生献爱心”的捐款日。从多年的德育实践看，组织师生向特困生捐款的方式，确实有快速、便捷、高效、广泛等优点，在短时内也能显示出一定的效果。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，人们价值选择的多元，原有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“活动疲劳”，出现了不少歧义。请看下例：
    “3·5”学雷锋日到了，学校将今年活动的主题确定为“奉献一份爱心，传递一份温暖”。具体要求是：全校师生原则上必须人人捐款，多少不限，活动结束后政教处将捐款数量以班级为单位张榜公布，并将捐款汇入学校的爱心基金，择日组织仪式向特困生发放。活动要求公布后，几位爱发恼骚的年轻老师私下议论：我们工资又不高，怎么又是捐款？难道非要捐钱才能表达对困难学生的爱心？不少学生也有不同看法，甲说：学生就是消费者，平时父母都是按照计划给零花钱，又要向父母要钱了。乙说：我爸妈在外打工，赚钱也不容易，能不能不捐啊。丙说：从小学开始，我们每年总要捐几次，我都习惯了，给点钱就了事。丁说：我也想多捐点钱，让大家看得起我，可惜我爸妈收入不高……校长也嗅出了点师生间的不满情绪，在办公室边渡步边入深思：向特困生捐款献爱心是传统的育人形式，是教育工作者带头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体现，也是教师自身立德树人的体现，更是教师培养学生互助精神、集体荣誉感的体现。过去一直都是这样搞，今年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议论呢？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啦，怎么就不能理解学校设置这一活动的初衷呢？
    道德行为是基于自觉意识而做出自我选择行为，道德实施过程中歧义的出现，表明成员价值选择与组织的目标追求出现了差异。上述案例中，校长的困惑源于实践方式上的简单传袭，虽然省却了宣传造势的前奏，但缺乏成员内心认可的道德形式自然缺乏凝聚组织成员的力量，组织内部自然难以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。首先，从活动组织者方面看，用捐款的方式表达爱心是沿袭了多年的传统德育形式，简单方便易操作，又不会出漏子。但就是由于这类活动简单，缺乏打动人心的“活动点”，其结果必然是组织者热心，参与者应对。其次，从活动参与者方面看，在涉及钱的问题上，人们的心理敏感度是很强的，活动组织者显然忽视了这一点。因为现在毕竟不是“振臂一呼，响者云集”的时代，从现实的角度考量，捐款会增加人们的经济负担，太少吧担心别人看不起，多吧自己又拿不出，况且捐款的数量是否就是与个人爱心大小成正比也值得考量。况且，学校最后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公布捐款数量，是否有道德绑架之嫌？于是，结果就是大家表面上响应学校号召，实际上只是做做面子上的工作：大家私下商量着捐款数目，个人与个人之间、班级与班级之间搞个差不多，不做矮子、也不拔高。
    这次活动虽然像往常一样进展顺利，但表面化和形式化的活动，以及不多的捐款，还是让校长感受到了师生们的应付情绪。怎样才能让“献爱心的传统活动”换发新的生命力呢？校长经过约谈调查、反复求证，感受到不是献爱心活动的方向错了，而是传统的形式没有激活人们的慈悲之心，不符合人们对特困生表达情意的要求。于是，经过与班子成员讨论，校长决定先进行宣传造势，即用四天的时间公布即将资助的特困生的家庭经状况（不公开特困生姓名）以及校友的资助情况，让师生认识到我们所做的是传递温暖、解困救弱、积善成德的事业；同时，变“捐款献爱心”方式为“义卖献爱心”的活动形式。请看下例：
    又到了3·5”学雷锋日，学校决定用全校性的义卖献爱心活动代替传统的捐款活动。具体要求是：大家将生活中自己喜欢的同时又属多余、不再需要的东西捐献出来集体义卖，教师以工会为单位，学生以班级为单位，时间定为周五下午第四课，地点为学校操场，义卖的款项汇入学校的爱心基金，适时地资助家庭困难学生。
    于是，中午时分，全校上下就开始准备了，老师们将自己珍藏的紫砂壶、健身哑铃、精美盆栽、出版的书籍、整套的小说、古旧词典、传统手机、旅行背包等带到了操场义卖点，学生们将自己喜欢的地球仪、洋娃娃、魔方、自制蛋糕、精美笔记本、多样化的书签、艺术笔筒、DVD大片、四大名著、红木筷子等带到义卖点。为吸引“顾客”，许多班级还拉起了横幅，做起了广告，一些班级更是别出心裁地借来了锣鼓、喇叭。第四课刚到，全校师生共同奔赴操场，六十个班级义卖点，两个教师义卖点，构成了一个“小型商品集散地”。师生们在摊点边来回转动、欣赏，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。所有参与者都既是义卖者又是购买者，有不问价钱直接购买的，有愿意出高价购买的，也有讨价还价的。平时拘谨的学生，也放开胆子向老师推销“本班商品”，又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一时间整个操场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，就连在校门准备外接学生的家长也被吸引进来……原来愁眉不展的校长，私下还要求中层干部和党员同志必须购买，但当他看到大家手中都不空着时，舒心地笑了。
活动体验是广大德育工作者经常运用的方式，但同样是活动体验，如果活动的方式得不到组织成员的认可，则很难实现活动的目标；反之，则会形成“众人拾材火焰高”之势。义卖的德育活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，与其说是学校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，还不如说是活动形式更符合师生的心理接受规律。具体表现为：
第一，激活了师生的内心善念，学校在活动前实施的宣传造势就体现了这一点。原有的捐款活动目的是什么、到底为什么，这类问题大家都清楚。但大家不清楚的是，究竟特困生困难到什么程度，以及需要多少资助。试想，一个人再有爱心，当他不知道为谁捐款、是否值得捐款时，他还有献爱心的冲动吗？当学校将特困生的家庭情况在学校宣传栏和电子屏公布后，大家对特困生的情况心中有数，原来学校的要求也就自然成为大家的内心自觉。这启示我们，德育活动不能仅考虑要求，而应该考虑师生感受，让大家走进情境，在直面问题的过程中认同学校要求。
第二，采用了符合道德情感的接受机制，案例中献爱心的形式由捐钱向捐物转变就体现了这一点。学校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的目的，就是要通过道德宣传和评价，将规范性的道德评价转化为个体可接受的道德意识，并最终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。案例中捐物的方式显然更符合人们的行为选择。因为生活中人们大多积累着一些多余的物品，不少东西放置着占空间，丢弃了又非常可惜。如果捐献出去帮助他人，往往既能赋予物品的价值意义，又能表达捐献者的道德情意，实现“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”的效果。因此，将献爱心的形式由捐钱改为捐物，显得务实、灵动。实践中义卖活动被广大师生愉快接受，正是得益于它内涵的道德机制引发了道德主体的情感共鸣。
第三，道德活动场景让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交相辉映，由献爱心的形式由捐钱向义卖转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人们的道德行为本质上是不求回报的，但采用捐钱的方式又必然涉及到一个多少比较的问题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面子问题。鼓励人们捐献出多余的物品并进行义卖，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德育活动场景。义卖本身就是寓教于乐的活动形式，义卖过程中的商品流通以简单的形式传达深刻的道德意义，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感悟到助人的快乐，释放了平时压榨在教室内的严肃和拘谨，实现了情感体验与活动体验的有机结合。从大的方面说，真正实现了道德教育向道德实践的转化，又引导人们在道德实践提升道德认知水平和孕育道德情感。
    第四，实现了道德组织者的单向作为向德育主客体共同努力的深度融合，由活动中师生的双重角色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教育学告诉我们，一个完整的德育过程包括教育者、受教育者、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四要素，当组织者采用的方式与受教育者所追求的价值同一时，德育内容、目标才能有效落实。上述案例中，原有的制度安排是捐款，多少带有点道德强迫的味道。活动的设计者是学校领导，师生都是被动的参与者，这表明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相分离，在无形中削弱了活动的组织力和号召力。此后改为通过义卖的方式献爱心，让师生成为买和卖的主角，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有效融合，提升了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程度，师生在活动中既是教育者又在接受教育，通过商品买卖的角色体验，将“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”的道德要求从无意认知自动地转化为有意认知。
第四，用人人参与活动的方式，来烘托人们内心隐藏的善的情感，由义卖过程中师生的热心参与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任何真实的道德行为，必定以内心的善念做支撑，否则就不会有真实道德行为的表露。义卖中的商品是广大师生在平时生活中购买的，现在为特困生解困捐献出来义卖，这需要有善的信念做支撑。活动中大家极力吆喝自己喜欢的商品，除了以善求乐的意识外，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义卖是为了帮助困难的同伴，“只要人人都奉献一份爱，世界将变成可爱的人间”。同时，活动中师生踊跃购买，大家都以买商品为荣，个体微小的道德热情通过畅通的道德渠道得到释放，形成了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活动气势，真正实现了知与行的统一。可见，个体内心善的道德情感能否得到激活与释放，影响着道德活动的实效。
德育活动是一个整体，只有活动的要求、内容、原则、主体、客体、方式实现了有机统一，活动预期的功能和作用才能得到发挥。上述案例中，学校管理者适时地调整活动形式，让活动管理者、参与者目标一致而又情理相融，师生们的道德生命自然被唤醒，道德力量自然被激发，带有时代特色的德育活动也就自然充满灵性与诗意。此时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人要求，也真正实现了落地深根！
注：本文系江苏省“十二五”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自筹课题“基于生命成长的德育活动实践研究”成果之一，课题编号：B-b/2013/02/343。

